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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强度、校企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
——基于地域类型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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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究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及其内在逻辑，对于优化创新政策和提升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在校企合作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其影响边界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以中国26个省份为研究样本，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并加入地域类型作为调节变量，探究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中介效应、影响边界及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呈倒“U”型影响，校企合作的开始阶段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提升，但校企合作强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因利益分配不均、合作分工不明显等问题，区域创新绩效反而下降；高校科技创新和企业技术创新在校企合作强度和区域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中介作用；地域类型在校企合作强度和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在开放经济与边境效应的不同情境下表现出差异性。基于此，提出促进科技资源在不同省域间的流动性，加强区域内外各主体联动，同时合理控制校企合作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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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Intensity, University-Enterpri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gional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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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 competition and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hancing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as become a critical driver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ective university-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foster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transfer. Exploring the key factors and their internal logic that affect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optimizing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enhancing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Additionally, the boundaries of its impa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tensity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arrant further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source dependency an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ory, this study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intensity on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Using panel data from 26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panel models, mediating effect models, moderating effect model a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The empirical findings reveal three key insights.(1)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tensity exhibit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uggesting that while initial increases in collaboration drive innovation, excessive engagement may lead to diminishing returns; (2) Both university-l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drive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aboration intensity and innovation outcomes, underscoring their complementary rol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3) Regional type moderates these effects, indicating that geograph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influence the efficacy of collaboration-driven innovation. (4) The impact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intensity on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hows difference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of open economy and border effect.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mobil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strengthen the linkage between various entiti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egion, and reasonably control the intensity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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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创新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创新绩效能够衡量区域整体创新产出，不仅关系到地方经济增长，还涉及知识溢出、产业升级及可持续发展等层面。因此，探究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及其内在逻辑，对于优化创新政策和提升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于区域创新绩效的前因研究，在宏观层面上，区域创新政策（如罗锋等[1]）、数字金融水平（如郑万腾等[2]）、外商投资（如Wang等[3]）等对区域创新绩效带来影响。微观层面上，企业作为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企业的创新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当地的区域创新绩效[4]，特别是企业研发投入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产出[5]。与此同时，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通过创新资源投入，引发知识溢出效应，带来区域创新产出[6]。当前，区域创新活动的组织方式已从单一主体主导的独立创新模式逐步演变为多主体协同创新模式。协同创新能够使得参与主体进行优势互补、降低不必要的成本，提升区域创新效率[7]。
近期，产学研协同与区域创新的关系的影响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尚未达成共识。Yu等[8]研究指出，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是提升区域创新效能的关键，产学研合作能够为基础研究提供充足的技术支持，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朱若楠[9]通过分析指出，良好的创新模式能够缩小不同地区间的创新发展差距，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增长。然而，姜文宁等[10]强调，产学研协同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产学研创新理论强调，协同创新的实现依赖于创新系统内各主体的技术交流、思想碰撞与信息互通等[11]。只有在此基础上构建良好的网络体系，才能有效推动创新目标的完成。高校和企业作为区域内的核心创新主体，两者的关系及合作体系如何影响区域创新绩效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高校与企业协同创新的过程中，高校作为知识创新的主要来源，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校企合作通过加强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的对接，提高研究的应用价值[12]，促进高校科技创新。与此同时，高校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不仅能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还能通过技术扩散和知识转移，间接推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13]。因此，研究高校科技创新在校企合作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有助于揭示校企合作强度如何通过知识创造与扩散影响区域创新绩效。同样，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区域创新体系中承担着技术吸收、应用和商业化的重要任务。校企合作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最新的科学知识，还能帮助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14]。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不仅能够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还能够通过产业链的协同效应，带动整个区域进行创新[4]。因此，深入探讨企业技术创新在校企合作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企业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及其影响机制。
在校企合作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其影响边界也有待进一步研究。中国地域辽阔，南北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策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影响校企合作的有效性及其对区域创新绩效的作用[15]。有研究表明，地域因素对创新活动的影响不可忽视，例如北方地区由于传统产业占比较高，可能在技术转化和产业升级方面面临更大挑战，而南方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更优[16]。
综上，基于产学研创新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校企合作强度、高校科技创新、企业技术创新与地域类型的分析框架，以探讨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bookmark: _Toc1506997895]1.1 校企合作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
在区域创新驱动机制研究中，校企合作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间的关联性已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区域创新水平受多维要素共同作用，具体包含：制度环境支撑力度（刘友金等[17]）、金融科技（Wang等[18]）、知识生产转化效率（Qiao等[19]）、主体协作强度（王晓红等[5]）等核心变量。值得注意的是，苏屹等[20]学者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产学研联结强度的增加会显著正向影响区域创新产出，这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量化依据。特别是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校企深度融合已成为破解技术壁垒、加速创新要素流动的核心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产学研融合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关键举措，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校企合作作为产学研协同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构建知识转移通道、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21]。
在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过程中，校企合作对区域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本质上遵循“政策激励－要素重组－价值创造”的传导逻辑。政府通过制度供给和政策工具组合（如税收调节、专项扶持等）构建校企协同创新的激励相容机制，驱动知识、技术、人才等要素突破组织边界实现跨域流动[22]。这种制度性安排首先催化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耦合，表现为高校基础研究成果向企业应用场景的定向输送，以及产业技术需求对科研选题的反向塑造[23]；其次形成知识共享的乘数效应，通过共建研发平台、人员互聘等方式，促进隐性知识转化与技能迭代升级[24]；最终在区域层面实现创新要素的帕累托改进——既提升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效率，又增强企业的核心技术储备，同时培育适应产业变革的复合型人才梯队。这种三维度的价值增值过程，使校企合作成为区域创新网络效能跃升的关键节点。
学术界同时关注到校企合作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间可能存在的负向关系。研究表明，由于创新主体价值获取方向的差异性，高校倾向于通过产学联动突破基础研究瓶颈，而企业则更多聚焦商业化应用的短期收益转化[25]。这种目标分化使得在合作初期阶段，校企双方投入强度的提升能显著改善各自核心指标。对于高校来说，校企合作强度的增加会显著提高高校在基础研究及学术研究上的创新绩效[26]，并显著提升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27]；而高校创新绩效的提升进一步创造新知识，这种知识溢出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绩效[6]。对于企业来说，校企合作强度的提升使得企业能够从外部获得更多资源[28]，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29]，实现区域知识扩散并带来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30]。但当资源整合达到特定临界值时，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边际促进效应呈现递减趋势。当协同强度超过最优阈值时，主体间目标函数的异质性将引发资源配置的决策摩擦，导致知识生产与商业转化效率的双重衰减，这种双向损耗最终使区域创新系统的整体效能出现结构性下滑。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呈倒“U”型。
[bookmark: _Toc691488547]1.2 高校科技创新的中介作用
一方面，加强校企合作有利于推动高校科技创新。高校为争取更多科研资源，需要与企业等组织建立合作关系，这不仅能拓宽资源获取渠道，还能构建资源共享与交换的平台，从而提升科研支撑能力。此外，校企合作的紧密程度及覆盖范围是带动高校进行创新活动的重要前因。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合作强度影响组织创新效能[31]。
高校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的过程中，高校就越能从合作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知识、能力、基础设施以及外部市场的信息[12]。另一方面，高校在基础研究等领域具有较强的主动性，能够催生新知识、新技术以及新专利，从而促进区域创新。首先，高校通过研发专利推动区域创新[32]。其次，从知识转移的角度来看，在高校与其他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其突出的创新成果通过知识溢出的方式传递给其他主体，进而带动区域创新[6]。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a：校企合作强度显著正向促进高校科技创新；
H2b：高校科技创新在校企合作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bookmark: _Toc1813995512]1.3 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企业技术创新需要高校和企业进行密切合作。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创新。与外部合作能够弥补企业自身短板；同时，企业利用外部资源不仅能提升创新能力，还能促进产品升级，实现更优的经济效益[14]。另外，校企合作在分担研发成本和降低技术风险方面同样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联合研发，企业能够加快新产品开发进程，形成市场应用转化周期[33]，从而实现“创新投入－创新绩效提升－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
企业技术创新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驱动力，企业的技术突破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4]。从知识溢出的角度来看，企业创新不仅直接提高区域技术水平，还能通过促进知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增强整体创新能力[34]。区域知识创新的实现依赖于前期资金支持、创新活动的协调推进、技术成果的积累与扩散，以及利益分配与风险共担机制的完善[35]。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a：校企合作强度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H3b：企业技术创新在校企合作强度和区域创新绩效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bookmark: _Toc2144717372]1.4 地域类型的调节作用
在校企合作和区域创新的研究中，较少有研究以中国南北区域划分为焦点进行探讨。当前中国南北经济差距逐步扩大，2012－2019年北方地区的经济比重由42.9%降至35.4%，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量（GDP）差距从0.97迅速增至1.30【以文献形式补标著录数据来源】。这一趋势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了必然的影响。南北差异的持续加剧不仅影响了各地区的资源配置与产业升级，也对创新资源的分布和产业升级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从南北地区划分的角度研究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揭示区域差异如何影响创新合作的效率，也为优化区域创新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深入探讨南北地区划分背景下的创新合作模式，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
首先，中国南北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南方地区以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达的市场机制为特点，拥有强大的经济支持能力，能够为企业和高校的科研活动提供大量资金投入和资源支持。南方地区的发达经济为创新活动的进行提供了坚实基础[16]，促进了校企合作的深入，从而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相比之下，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资金和市场资源的不足限制了高校和企业的研发投入。由于创新活动高度依赖资源投入，资金与市场环境的差距可能影响北方地区校企合作的深度。例如，资源的限制可能导致高校与企业在合作过程中面临技术转化困难、产学联动效率较低等问题，从而影响区域创新绩效。这意味着经济条件的差异可能成为影响创新合作效率的关键因素。
其次，南北区域的教育资源和科研基础也存在明显差异。北京作为全国教育和科研高地，拥有多所知名高校和顶尖研究机构，在学术研究和基础科学领域优势显著。但是从整体来看，南方地区聚集了大量知名高校和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和较强的学术氛围[36]。《2018高技术发展报告》指出，截至2018年【截至2018年的年底？还是多少月？】，中国南方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是北方地区的2.18倍，而高新技术企业更注重技术创新[37]。这【指代不明确】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丰富的人才支持，也为产学研合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再者，南北地区的创新发展环境存在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体制创新、市场开放程度、国际化程度、营商环境及金融环境等多个方面。首先，体制创新方面，南方较早推进市场化改革，如广东、浙江等地优化行政审批，提高政府服务效率[38]。其次，市场开放程度方面，南方地区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吸引大量国内外投资，促进技术交流[39]。在国际化程度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外贸依存度高，跨国企业和合资企业聚集，推动技术合作与高端人才流动[40]。营商环境方面，深圳、广州、杭州等城市在企业开办便利性、市场监管透明度等方面表现优异，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条件[40]。金融环境方面，南方资本市场发达，深圳等地聚集风险投资机构和股权投资基金，为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支持[40]。南方地区的良好的创新发展环境为企业和高校的创新活动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些因素不仅增强了区域创新能力，也进一步强化了校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推动整体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4：地域类型在校企合作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2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2.1变量选择
（1）区域创新绩效。在区域创新绩效的测度方面，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从创新产出的角度开展研究。有关文献通常采用综合性指标来测度区域创新绩效。例如，有研究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等指标进行测度[41]；有研究选择科技论文数量、专利申请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技术市场合同成交数作为测度指标[42]。基于大量有关研究，并结合论文研究内容，最终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选取技术市场成交额、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3个核心指标，这3个指标分别对应知识创造、技术转化及市场应用这3个关键环节，能够较为完整地反映区域创新的整体绩效。
（2）校企合作强度。一方面，校企合作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工业企业的R&D经费内部支出是企业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的基础指标。校企合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合作共享资源，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因此，企业R&D经费的高投入显示了企业对创新活动的重视，这与校企合作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往往在校企合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因为他们不仅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执行者，还常常与高校科研人员进行知识交流和合作。校企合作的成功取决于科研人员间的知识转移和技术交流，因此，企业科研人员的投入程度也是合作强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再者，企事业单位委托科研经费是衡量企业与高校合作直接强度的重要指标，反映企业为获取高校科研资源而进行的资金投入。较高的委托科研经费表明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深度参与程度，有助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由于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内部支出、企业科研人员的投入、企事业单位委托科研经费各指标对于校企合作强度的表征能力存在差异，因此采用熵值法进行综合，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从而生成综合指标测度校企合作强度。
（3）高校科技创新。高校科技专著和科技论文是高校科技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衡量了高校知识创造和技术积累的能力。因此，借鉴王辉等[43]研究，从创新产出角度出发，选取高校科技专著和高校科技论文数量作为测度指标，以综合反映高校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成果。
（4）企业技术创新。专利数是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的普遍指标，其中发明专利体现了企业的技术研发水平与成果。因此用企业发明专利数量作为该变量的核心指标。
（5）地域类型。中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对南北方的划分主要依据秦岭-淮河一线，这条线以北的地区被划分为北方，以南的地区划分为南方。具体来说，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省，对上述北方省份赋值为1；南方的省份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对上述南方省份赋值为0。
（6）控制变量。第一，交通条件的便利性促进了科研人员和科研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同时加速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第二，金融发展水平在创新过程中同样至关重要，资金支持不足可能阻碍创新活动的持续推进，而金融体系完善的地区能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第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企业数量的增长通常伴随更多创新资源的集聚，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44]。此外，投资水平的提高也能增强区域整体创新能力，为企业提供更优越的创新环境[45]。因此，将交通条件、金融发展水平、高新技术发展水平和投资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对所有控制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
各变量具体的衡量指标和符号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的测度指标和符号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指标

	被解释变量
	区域创新绩效（RIP）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专利申请数

	
	
	技术市场成交额

	解释变量
	校企合作强度（UIC）
	科研人员全时当量

	
	
	科研经费内部支出

	中介变量
	高校科技创新（USTI）
	高校科技专著数

	
	
	高校科技论文数

	
	企业技术创新（ITI）
	企业发明专利数

	调节变量
	地域类型（Type）
	地域虚拟变量

	控制变量
	投资水平（Inv）
	固定资产投资数

	
	金融发展水平（Fin）
	年末存贷款余额

	
	高新技术发展水平（HTDL）
	企业数

	
	交通条件（Tra）
	公路里程数


2.2模型构建与检验方法
2.2.1面板数据模型
通过构建直接效应模型探讨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由于区域创新绩效的变化通常具有一定的时间依赖性，即一段时期的创新投入及结果往往会在未来持续影响区域创新水平，因此基于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引入区域创新绩效的滞后项，以避免可能存在的遗漏指标问题。构建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如下所示。
RIPi.t=a+β1UICi,t+β2UICi,t2+βnCi,t+ε                                （1）
RIPi,t=a+β0RIPi,t-1+β1UICi,t+β2UICi,t2+βnCi,t+ε                        （2）
式（1）（2）中：a为常数项；β为变量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i为各样本省份；t为年份；n为控制变量的数量。
[bookmark: _Toc1453503394]2.2.2中介效应模型
构建如下模型验证高校科技创新和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RIPi,t=a+β1UICi,t+βnCi,t+ε                                        （3）
USTIi,t=a+β1UICi,t+βnCi,t+ε                                       （4）
RIPi,t=a+β1UICi,t+β2USTIi,t+βnCi,t+ε                                （5）
RIPi,t=a+β1UICi,t+βnCi,t+ε                                        （6）
ITIi,t=a+β1UICi,t+βnCi,t+ε                                         （7）
RIPi,t=a+β1UICi,t+β2ITIi,t+βnCi,t+ε                                  （8）
[bookmark: _Toc1085220319]2.2.3地域类型的调节效应模型
构建如下模型分析地域类型的调节效应。
RIPi,t=a+β0RIPi,t-1+β1UICi,t+β2UIC2i,t+β7Type+β8UICi,t×Type+β9UIC2i,t×Type+ βnCi,t+ε                                                             （9）
2.3数据来源
在获取数据过程中发现，海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这5个省份大部分数据缺失，并且其区域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因此以中国另外26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选取2010－2019年作为考察期，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该时间段涵盖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密集出台和区域创新体系加速构建的关键时期，有助于全面考察区域创新绩效的演变趋势。其次，2019年是新冠疫情暴发前的最后一年，避免了疫情对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带来的干扰，使研究结果更具稳定性和可比性。有关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公报、《高等教育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分析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预处理，具体包括对变量进行缩尾处理（1%～99%）和取对数等。
3 实证结果分析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正式回归分析之前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数据处理结果合理（见表2）。为确保回归模型中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不存在高度相关性，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以确保模型结果的可靠性和解释力。表3结果表明，各变量通过了多重共线性检验。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RIP
	0.002
	0.531
	0.099
	0.116

	UIC
	0.005
	0.789
	0.161
	0.161

	Type
	0.000
	1.000
	0.462
	0.499

	lnTra
	9.437
	12.707
	11.764
	0.806

	ln Fin
	9.561
	14.897
	11.193
	0.972

	ln HTDL
	4.431
	8.923
	6.431
	1.065

	ln Inv
	8.285
	10.937
	9.639
	0.643



表3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项目
	UIC
	ln Tra
	ln Fin
	ln HTDL
	ln Inv
	Type
	平均方差膨胀因子

	方差膨胀因子
	3.4
	2.1
	1.8
	5.0
	3.5
	1.4
	2.9



3.2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确保回归分析不存在伪回归的问题，进行了单位根检验（见表4），具体选择IPS检验和LLC检验来判断是否需要对变量进行差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数据长期性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显示（见表5），各统计量均显著，通过协整检验，可以进一步回归。
表4 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形式
	变量
	IPS检验
	LLC检验
	是否平稳

	原序列
	RIP
	−0.423
	0.612
	不平稳

	
	UICI【UIC？】
	0.875
	−3.222***
	不平稳

	
	ln Tra
	−0.594
	−10.158***
	不平稳

	
	ln Fin
	0.318
	−3.757***
	不平稳

	
	ln HTDL
	0.478
	1.092
	不平稳

	
	lnInv
	−1.457*
	−11.770***
	平稳

	一阶差分
	dRIP
	−3.351***
	−11.697***
	平稳

	
	d UICI
	−3.010***
	−4.301***
	平稳

	
	dln Tra
	−3.810***
	−8.322***
	平稳

	
	dln Fin
	−4.092***
	−5.362**
	平稳

	
	dln HTDL
	−4.6904***
	−2.6713***
	平稳

	
	dln Inv
	−2.754***
	−9.715***
	平稳


注：1）两种单位根检验的原假设H0为数据存在单位根，即数据序列非平稳，若拒绝原假设，即表明数据是平稳序列；2）***、**、*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5 协整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统计量
	统计量值

	Pedroni检验
	Phillips-Perront
	−42.58***

	
	Modified Phillips-Perront
	8.68***

	
	Augmented Dickey-Fullert
	−18.04***



3.3回归分析
3.3.1直接效应静态面板回归分析
通过Hausman检验判断随机效应模型是否有效。检验结果显示P=0.003（t=18.06），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应选择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在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静态面板回归。表6的回归结果表明，控制变量均在0.01水平上与区域创新绩效呈显著相关关系。UIC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UIC²在0.01水平上与区域创新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UIC与区域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具体而言，在一定范围内，校企合作强度的增加能够促进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但当合作强度超过其临界点后，其边际效应递减，显示出负向影响，因此H1成立。进一步引入UIC与Type的交互项及UIC²与Type的交互项，以探讨地域类型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UIC×Type和UIC²×Type均在0.0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地域类型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不同地域类型下，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H4得到支持。

表6 静态面板回归结果
	变量
	RIP

	
	仅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UIC
	加入UIC和UIC2
	加入UIC和UIC2及其各自与Type的交乘项

	UIC2
	
	
	−0.304***
	−0.285***

	
	
	
	（−4.43）
	（−4.18）

	UIC
	
	0.731***
	1.056***
	0.985***

	
	
	（18.79）
	（12.81）
	（11.89）

	UIC2×Type
	
	
	
	1.645***

	
	
	
	
	（5.48）

	UIC×Type
	
	
	
	−0.761***

	
	
	
	
	（−4.15）

	ln Tra
	−0.236***
	−0.036
	−0.073
	−0.069

	
	（−3.16）
	（−0.75）
	（−1.56）
	（−1.57）

	ln Fin
	0.136***
	0.038***
	0.035***
	0.039***

	
	（7.36）
	（2.97）
	（2.9）
	（3.36）

	ln Inv
	0.040***
	0.005
	−0.002
	0.002

	
	（2.92）
	（0.53）
	（−0.28）
	（0.24）

	ln HTDL
	−0.058***
	−0.027**
	−0.024**
	−0.026***

	
	（−3.50）
	（−2.53）
	（−2.38）
	（−2.63）

	_cons
	1.343*
	0.113
	0.591
	0.501

	
	（1.86）
	（0.25）
	（1.30）
	（1.17）

	N/个
	260
	260
	260
	260


[bookmark: _Toc724095013]注：括号内的值为t值。下同。

3.3.2直接效应动态面板回归分析
为了解决遗漏指标等问题可能导致估计偏误，在静态面板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采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模型，并选取Arellano-Bond检验和Hansen检验判断工具变量是否有效。从结果来看（见表7），所有模型的Arellano-Bond AR(2)检验P值均大于0.1，表明模型通过了序列相关性检验；而Hansen检验的P值均大于0.1，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合理；此外，RIPi,t-1显著为正，表明区域创新绩效具有动态效应。
【表7中，表题中已经有RIP了，首列也出现了RIPi,t-1？】
表7 动态面板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RIP

	
	仅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UIC
	加入UIC和UIC2
	加入UIC和UIC2及其各自与Type的交乘项

	RIPi,t-1
	0.624***
	0.396***
	0.317*
	0.406*

	
	（0.15）
	（0.05）
	（0.19）
	（0.22）

	UIC
	
	0.174***
	1.676*
	0.641

	
	
	（0.04）
	（0.85）
	（0.72）

	UIC2
	
	
	−1.604**
	0.827

	
	
	
	（0.78）
	（0.66）

	UIC2×Type
	
	
	
	2.984**

	
	
	
	
	（1.43）

	UIC×Type
	
	
	
	−2.063*

	
	
	
	
	（1.10）

	ln Tra
	−0.351*
	−0.544***
	−0.976
	−0.16

	
	（0.19）
	（0.10）
	（0.61）
	（0.39）

	ln Fin
	0.083*
	0.115***
	0.174**
	0.083

	
	（0.04）
	（0.02）
	（0.08）
	（0.08）

	ln Inv
	0.042
	0.024*
	0.084
	0.069

	
	（0.05）
	（0.01）
	（0.12）
	（0.07）

	ln HTDL
	−0.073
	−0.012
	−0.177
	−0.176

	
	（0.07）
	（0.01）
	（0.16）
	（0.14）

	Hansen检验
	0.896
	0.241
	0.123
	0.821

	AR（2）
	0.158
	0.179
	0.188
	0.407


注：1）AR（2）报告的是z统计量对应P值；2）Hansen检验报告的是chi2对应P值。

[bookmark: _Toc75055942]3.3.3高校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
表8中的回归结果显示，主效应的回归系数为0.731，表明校企合作强度和区域创新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时，校企合作强度对高校科技创新的回归系数为3.566，表明校企合作强度和高校科技创新之间同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将校企合作强度与高校科技创新同时纳入回归模型后发现，二者均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校企合作强度不仅直接促进区域创新绩效，同时也通过提升高校科技创新间接推动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即高校科技创新发挥了中介作用，因此H2a和H2b得到验证。

表8 高校科技创新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变量
	RIP
	USTI
	RIP

	
	基准回归模型
	高校科技创新与校企合作强度的回归模型
	高校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模型

	UIC
	0.731***
	3.566***
	0.682***

	
	(18.79)
	(12.08)
	(15.07)

	USTI
	
	
	0.018**

	
	
	
	(2.06)

	ln Tra
	−0.036
	1.233***
	−0.025

	
	(−0.75)
	(4.59)
	(−0.51)

	ln Fin
	0.038***
	
	0.026*

	
	(2.97)
	
	(1.86)

	ln Inv
	0.005
	−0.030
	0.009

	
	(0.53)
	(−0.45)
	(0.95)

	lnHTDL
	−0.027**
	0.067
	−0.029***

	
	(−2.53)
	(0.76)
	(−2.71)

	_cons
	0.113
	−15.033***
	0.090

	
	(0.25)
	(−5.34)
	(0.20)

	N/个
	260
	260
	260


[bookmark: _Toc892316405]
3.3.4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如表9所示：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73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校企合作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回归效应系数为9.589，同样表现出显著正向关系。将校企合作强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加入回归模型后，上述两个变量均显著影响区域创新绩效。这表明，企业技术创新在校企合作强度区域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间接中介的作用，支撑了H3a和H3b。


表9 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变量
	RIP
	ITI
	RIP

	
	基准回归模型
	企业技术创新与校企合作强度的回归模型
	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模型

	UIC
	0.731***
	9.589***
	0.531***

	
	(18.79)
	(24.17)
	(7.93)

	ITI
	
	
	0.021***

	
	
	
	(3.64)

	ln Tra
	−0.036
	0.104
	−0.038

	
	(−0.75)
	(0.29)
	(−0.82)

	ln Fin
	0.038***
	
	0.038***

	
	(2.97)
	
	(3.05)

	ln Inv
	0.005
	−0.241***
	0.010

	
	(0.53)
	(−2.66)
	(1.11)

	ln HTDL
	−0.027**
	0.132
	−0.030***

	
	(−2.53)
	(1.11)
	(−2.86)

	_cons
	0.113
	−1.286
	0.139

	
	(0.25)
	(−0.34)
	(0.31)

	N/个
	260
	260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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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稳健性检验
[bookmark: _Toc510159923]3.4.1直接效应模型
由于校企合作强度带来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因此通过时滞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如表10所示），无论是仅对解释变量进行一阶滞后，还是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进行一阶滞后，回归结果均与前文保持一致，即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10 直接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RIP

	
	仅滞后一期UIC
	滞后UIC2和UIC
	滞后UIC和全部控制变量
	滞后UIC2、UIC和全部控制变量

	L.UIC2
	
	−0.369***
	
	−0.309**

	
	
	(−2.30)
	
	(−2.50)

	L.UIC
	0.599***
	0.961***
	0.617***
	0.922***

	
	(12.17)
	(7.34)
	(12.66)
	(7.02)

	ln Tra
	−0.087
	−0.122**
	
	

	
	(−1.59)
	(−2.22)
	
	

	ln Fin
	0.052***
	0.048***
	
	

	
	(3.54)
	(3.31)
	
	

	ln Inv
	−0.003
	−0.010
	
	

	
	(−0.31)
	(−0.88)
	
	

	ln HTDL
	−0.001
	<0.001
	
	

	
	(−0.05)
	(<0.01)
	
	

	L.ln Tra
	
	
	<0.001
	−0.028

	
	
	
	(<0.01)
	(−0.45)

	L.ln Fin
	
	
	0.036**
	0.033**

	
	
	
	(2.26)
	(2.09)

	L.ln Inv
	
	
	−0.006
	−0.012

	
	
	
	(−0.56)
	(−1.13)

	L.ln HTDL
	
	
	−0.003
	0.001

	
	
	
	(−0.23)
	(0.08)

	_cons
	0.492
	0.968*
	−0.313
	0.059

	
	(0.93)
	(1.79)
	(−0.52)
	(0.10)



3.4.2中介效应模型
（1） 为判断高校科技创新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是否稳健，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指标，即用专利授权数代替专利申请数进一步回归。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见表11），证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11 高校科技创新中介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RIP
	USTI
	RIP

	
	基准回归模型
	USTI与UIC回归模型
	USTI的中介效应模型

	UIC
	0.698***
	3.566***
	0.628***

	
	(23.14)
	(12.08)
	(18.31)

	USTI
	
	
	0.026***

	
	
	
	(3.93)

	ln Tra
	−0.056
	1.233***
	−0.039

	
	(−1.50)
	(4.59)
	(−1.08)

	ln Fin
	0.042***
	
	0.025**

	
	(4.26)
	
	(2.35)

	ln Inv
	−0.012*
	−0.030
	−0.007

	
	(−1.79)
	(−0.45)
	(−0.97)

	ln HTDL
	−0.005
	0.067
	−0.008

	
	(−0.61)
	(0.76)
	(−0.95)

	_cons
	0.314
	−15.033***
	0.281

	
	(0.88)
	(−5.34)
	(0.81)

	N/个
	260
	260
	260



（2） 与高校科技创新中介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一致，企业技术创新中介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中，仍然选择用专利授权数代替专利申请数进一步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见表12），表明通过稳健性检验。


表12 企业技术创新中介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RIP
	ITI
	RIP

	
	基准回归模型
	ITI与UIC回归模型
	ITI的中介效应模型

	UIC
	0.698***
	9.589***
	0.530***

	
	(23.14)
	(24.17)
	(10.27)

	ITI
	
	
	0.018***

	
	
	
	(3.953)

	ln Tra
	−0.056
	0.104
	−0.058

	
	(−1.50)
	(0.29)
	(−1.56)

	ln Fin
	0.042***
	
	0.042***

	
	(4.26)
	
	(4.39)

	ln Inv
	−0.012*
	−0.241***
	−0.008

	
	(−1.79)
	(−2.66)
	(−1.19)

	ln HTDL
	−0.005
	0.132
	−0.007

	
	(−0.61)
	(1.11)
	(−0.91)

	_cons
	0.314
	−1.286
	0.336

	
	(0.88)
	(−0.34)
	(0.98)

	N/个
	260
	260
	260



4 异质性分析
4.1开放经济的异质性分析
中国沿海省份通常具有更高的经济开放度，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活跃，这为校企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国际知识和技术输入渠道。例如，跨国企业、国际研发中心与本地高校的合作可能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并且，沿海地区的高校和企业更易嵌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国际合作项目（如联合研发、技术引进）提升创新绩效。此外，沿海地区拥有更强的资源集聚能力和更大的政策支持力度，这些地区通常拥有更密集的科研机构、高水平高校和产业链配套，校企合作的资源整合效率更高。例如，广东、江苏等地的产学研合作多依托产业集群，形成“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的闭环。因此，沿海地区的协同创新网络密度较高，成员间连接紧密，知识多样性更易转化为创新成果。
基于以上分析，将26个省份按照是否沿海分为两类，其中沿海地区包括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非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基于此进行回归分析，探究开放经济在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中是否具有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13所示。可以看出，在沿海地区，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仍呈倒“U”型，这可能是因为沿海地区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如资金、人才、技术平台等），在校企合作强度较低时，这些资源能够迅速转化为创新成果，从而显著提升区域创新绩效；但过度合作可能导致企业过度依赖高校技术而忽略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或引发资源错配，导致区域创新绩效降低。然而，在非沿海地区，校企合作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呈“U”型。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非沿海地区的创新资源相对匮乏，早期的校企合作可能面临技术转化难、企业吸收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校企合作的作用有限甚至负面。然而，随着合作加深，创新生态逐步改善，企业创新能力和技术学习能力逐渐增强，进而提升区域整体创新产出。
另外，表13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校企合作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内部影响路径研究中，高校科技创新在沿海地区和非沿海地区中均不存在中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高校科技创新的影响往往依赖于跨区域的知识溢出效应，而这种溢出效应在沿海地区和非沿海地区的分区回归后可能消失，导致高校科技创新的中介作用不再显著。在整体样本回归中，高校科技创新活动不仅促进了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还可能通过人才流动、科研合作、专利许可等渠道向其他地区扩散，从而对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创新效应产生影响。然而，当样本被划分为沿海和非沿海地区后，区域间的知识流动效应被割裂，使得高校科技创新在局部区域内的作用被阻断。
企业技术创新在异质性分析中仍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这是因为企业在创新活动中扮演了更具实践性和市场导向的角色。企业技术创新主要聚焦于实际应用和产业转化，能够迅速吸收和利用校企合作所带来的知识和技术成果，无论是在沿海地区依托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全球价值链，还是在非沿海地区借助地方产业集群和政策扶持，其创新能力的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区域创新绩效。此外，相较于高校科技创新可能依赖于广域的知识网络和跨区域溢出，企业技术创新更多是在本地市场需求、供应链协同和产业生态中实现价值创造。
另外，表13的回归结果显示，当进行异质性分析时，以南北划分中国地域类型所带来的调节作用不复存在，这是因为沿海地区内部和非沿海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特征更加趋同。在沿海地区，高度市场化、产业集聚和国际化的特征使得南北差异的影响被弱化；而在非沿海地区，政策驱动和本地产业链主导的发展模式也可能使南北差异的作用减弱。

表13 基于开放经济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RIP

	
	沿海地区
	非沿海地区

	
	基准回归模型
	USTI的中介效应模型
	ITI的中介效应模型
	Type的调节效应模型
	基准回归模型
	USTI的中介效应模型
	ITI的中介效应模型
	Type的调节效应模型

	UIC
	1.153***
	0.749***
	0.457***
	1.209***
	−0.176
	0.955***
	0.734***
	0.043

	
	(9.624)
	(9.785)
	(4.969)
	(9.756)
	(−1.305)
	(9.894)
	(6.192)
	(0.193)

	UIC2
	−0.340***
	
	
	−0.314
	2.268***
	
	
	1.845***

	
	(−3.740)
	
	
	(−1.228)
	(9.964)
	
	
	(4.816)

	ln HTDL
	−0.046**
	−0.058**
	−0.071***
	−0.050**
	−0.005
	−0.023**
	−0.027**
	−0.008

	
	(−2.066)
	(−2.428)
	(−3.281)
	(−2.245)
	(−0.588)
	(−1.994)
	(−2.376)
	(−0.800)

	ln Inv
	0.007
	0.025
	0.034**
	0.009
	0.010
	−0.006
	−0.004
	0.011

	
	(0.515)
	(1.539)
	(2.492)
	(0.648)
	(1.237)
	(−0.605)
	(−0.350)
	(1.300)

	ln Fin
	−0.021
	−0.047
	−0.041
	−0.031
	0.035***
	0.037***
	0.039***
	0.033***

	
	(−0.615)
	(−1.176)
	(−1.238)
	(−0.899)
	(3.512)
	(2.745)
	(3.072)
	(3.229)

	ln Tra
	0.107
	0.270*
	0.239*
	0.190
	−0.019
	−0.088**
	−0.112***
	−0.019

	
	(0.751)
	(1.769)
	(1.792)
	(1.272)
	(−0.553)
	(−2.003)
	(−2.652)
	(−0.518)

	USTI
	
	0.010
	
	
	
	0.014
	
	

	
	
	(0.639)
	
	
	
	(1.309)
	
	

	ITI
	
	
	0.031***
	
	
	
	0.061***
	

	
	
	
	(4.566)
	
	
	
	(3.228)
	

	UIC×Type
	
	
	
	−0.310
	
	
	
	−0.205

	
	
	
	
	(−0.848)
	
	
	
	(−0.855)

	UIC2×Type
	
	
	
	0.161
	
	
	
	0.736

	
	
	
	
	(0.258)
	
	
	
	(1.233)

	_cons
	−0.834
	−2.411*
	−2.073*
	−1.643
	−0.184
	0.807*
	1.122***
	−0.170

	
	(−0.647)
	(−1.787)
	(−1.740)
	(−1.209)
	(−0.530)
	(1.865)
	(2.622)
	(−0.467)

	N/个
	100
	100
	100
	100
	160
	160
	160
	160



4.2边境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首先，边境地区与非边境地区在经济开放程度、知识流动和政策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边境地区往往由于结构性的特殊性，与周边国家在贸易、投资、科技合作等方面的联系更为紧密，这可能会影响校企合作的模式和效果。其次，边境地区的校企合作可能受到边境知识流动的影响，而非边境地区则更多地依赖于国内知识网络。边境知识溢出效应使得边境地区的企业可能通过国际合作或外资企业的进入获得更丰富的创新资源，从而影响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机制。非边境地区的知识获取主要来自国内科技资源和产业链内部的良好作用，可能导致不同的创新动力和活力。再者，中国在边境地区通常会制定特殊的经济政策，如边境贸易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鼓励科技合作与产业升级，这可能会改变校企合作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而非边境地区的创新政策更多基于国内科技规划和区域产业布局。基于上述分析，将26个省份以是否与他国接壤划分为边境地区和非边境地区，其中边境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甘肃省；非边境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陕西省。基于此进行异质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4所示。结果显示，在边境地区中，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于非边境地区，这种影响仍然是显著的。这种差异可能与跨境知识流动的复杂性以及区域产业生态的不同有关。边境地区通常具有更强的外部知识流入，例如跨国企业、外资研发机构和国际合作项目的参与度较高，这可能会削弱本地校企合作在促进区域创新中的直接作用。此外，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更加依赖于贸易和资源型产业，而不是依赖本地校企合作推动的技术创新。而在非边境地区，创新资源的流动性相对较低，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合作更可能成为推动区域创新的关键路径。
其次，在校企合作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内部影响路径研究中，高校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在边境地区与非边境地区的回归中均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在边境地区，高校可能更多参与国际合作，而非仅限于本地校企合作，因此难以通过本地高校的科技创新直接推动区域创新绩效。跨国合作的科研成果可能不完全服务于本省份的企业，导致其对区域创新绩效的作用减弱。在非边境地区，尽管高校创新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产业技术升级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但由于技术转化能力或市场对接程度的限制，其创新成果可能尚未有效地渗透到企业端。
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在边境地区与非边境地区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企业创新驱动机制的不同。在非边境地区，企业技术创新主要依赖于本地市场环境，产业升级路径较为稳定，因此校企合作带来的技术成果更容易转化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并进一步促进区域创新绩效。然而，在边境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来源可能更加多样化，包括跨国企业的技术输入、国外技术采购等，这可能会削弱本地校企合作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中的关键作用。此外，边境地区可能更倾向于利用外资企业和跨境资源，而非依赖本地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来实现创新。
地域类型的调节作用仅在非边境地区显著，这可能表明，在非边境地区，其开放程度较低，南北地域差异对创新模式的影响更为突出。在非边境地区，区域内部的经济和创新体系更依赖于本国的政策、产业结构和人才流动，因此南北差异可能影响企业和高校的合作模式，从而调节校企合作对创新绩效的作用。而在边境省份，跨境经济活动较为活跃，区域创新体系受到国际市场、外资企业和跨境技术合作的影响更大，南北地区内部的差异可能被跨境合作等更强的外部因素所削弱。


表14 基于边境效应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RIP

	
	边境地区
	非边境地区

	
	基准回归模型
	USTI的中介效应模型
	ITI的中介效应模型
	Type的调节效应模型
	基准回归模型
	USTI的中介效应模型
	ITI的中介效应模型
	Type的调节效应模型

	UIC
	−0.144
	0.099
	0.053
	0.644
	1.056***
	0.653***
	0.473***
	0.955***

	
	(−0.606)
	(1.079)
	(0.544)
	(0.568)
	(9.579)
	(11.679)
	(5.726)
	(8.768)

	UIC2
	1.344
	
	
	−2.112
	−0.315***
	
	
	0.325**

	
	(1.537)
	
	
	(−0.150)
	(−3.713)
	
	
	(1.991)

	ln HTDL
	−0.019***
	−0.022***
	−0.023***
	−0.025***
	−0.032**
	−0.042***
	−0.046***
	−0.031**

	
	(−3.026)
	(−3.696)
	(−3.995)
	(−3.747)
	(−2.215)
	(−2.876)
	(−3.202)
	(−2.248)

	ln Inv
	0.001
	0.005
	0.007*
	0.001
	−0.012
	0.003
	0.007
	0.003

	
	(0.407)
	(1.405)
	(1.936)
	(0.226)
	(−0.693)
	(0.184)
	(0.383)
	(0.187)

	ln Fin
	0.026***
	0.020***
	0.019**
	0.030***
	0.051**
	0.045**
	0.059***
	0.046**

	
	(3.487)
	(2.781)
	(2.586)
	(4.087)
	(2.592)
	(2.054)
	(2.980)
	(2.422)

	ln Tra
	0.008
	−0.010
	−0.019
	−0.014
	−0.069
	−0.008
	−0.021
	−0.071

	
	(0.271)
	(−0.342)
	(−0.631)
	(−0.431)
	(−1.125)
	(−0.134)
	(−0.342)
	(−1.218)

	USTI
	
	0.021***
	
	
	
	0.015
	
	

	
	
	(3.147)
	
	
	
	(1.403)
	
	

	ITI
	
	
	0.059***
	
	
	
	0.022***
	

	
	
	
	(3.092)
	
	
	
	(3.227)
	

	UIC×Type
	
	
	
	−1.202
	
	
	
	−0.699***

	
	
	
	
	(−1.076)
	
	
	
	(−3.110)

	UIC2×Type
	
	
	
	7.818
	
	
	
	1.545***

	
	
	
	
	(0.341)
	
	
	
	(4.210)

	_cons
	−0.253
	0.011
	0.137
	−0.002
	0.497
	−0.176
	−0.152
	0.458

	
	(−0.832)
	(0.039)
	(0.446)
	(−0.005)
	(0.823)
	(−0.294)
	(−0.260)
	(0.803)

	N/个
	70
	70
	70
	70
	190
	190
	190
	190



5 结论及管理建议
5.1研究结论
（1）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呈现倒“U”型影响。在合作的开始阶段，企业与高校的合作促进了科技创新、推动创新成果的成效，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但是，合作强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因利益分配不均、合作分工不明显等问题，区域创新绩效反而下降。
（2）高校科技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均在校企合作强度和区域创新绩效发挥作用。校企合作强度的提升能够使高校获得更多创新资源，从而推动高校科技创新；同时，校企合作不仅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产出，还能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产品升级与竞争力提升，最终提升区域创新绩效。
（3）以中国南北地区划分的地域类型在校企合作强度和区域创新绩效这一关系中存在着显著的调节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南快北慢的特征，其中南方地区是科研投入的重点地区，创新政策更加完善[46]，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4）由于经济开放度、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的差异，沿海地区和非沿海地区在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影响研究中的结果存在差异。并且，由于经济开放程度、知识流动和政策环境等的差异，边境省份和非边境省份在校企合作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影响研究中的结果也存在差异。

5.2管理建议
（1）构建校企资源共享平台。需加强区域内外各创新主体联动，建立完善的高校与企业资源共享平台，确保合作过程中资源对接，加强高校发挥基础研究优势，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创新活动效率，促进科技资源在不同省域间的流动性。以主体聚焦市场需求，制定共同目标，确保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商业化的全面创新链条运行，提升校企合作的平台价值。
（2）合理控制校企合作强度，优化创新绩效。校企合作的强度直接影响合作成效。研究表明，合作强度过高可能对创新成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合作双方应建立合理的协调机制，优化合作强度【何为优化合作强度？】，确保合作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避免过度合作引发负面效应。
（3）完善内部机制，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流程。与企业在合作前明确权责划分，并针对合作项目的技术难点、市场前景及收益分配进行深入协商；同时，应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建立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完整转化激励制度。高校可通过提升科研基础能力、优化科技创新管理模式，提高其在合作中的贡献度；而企业则需加强技术研发与市场转化能力，共同促进区域创新绩效提升。
（4）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增强创新支撑。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南方地区由于资源丰富、储备资金充足，校企合作对南方地区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北方地区需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优化财政支持结构，提高科技创新意识。另外，政府应制定多边的政策，引导科技资源合理流动，促进区域间创新协调发展。
（5）高校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致力区域创新产出。高校应加强培养高层创新人才，鼓励师生参与高水平研究，促进知识共享，构建人才、科技、产业融合的创新模式。此外，高校要建立多渠道的科技创新资金支持体系，着力争取政府资金支持，特别是在创新资源匮乏的领域积极拓展市场化成果转化路径，并设立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助推区域创新水平提升。
（6）企业积极寻求合作，提升创新效率。大型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应优先与区域内高校合作，充分利用高校的科研资源，增强技术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则应积极寻求校企合作，以共享高校的科研资源，降低研发成本，从而提高创新能力并增强市场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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